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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希望」──這

個涵蓋六十年的大題目，要在短短四十分鐘內

講完，是件幾乎不可能的工作。唯一可行的方

式是依據我個人所知或所熟悉的範圍，取其大

綱，等於是米家潑墨山水，而不是工筆細描，

金線鉤皴、樓臺亭閣。好在今天在座的許多朋

友都跟我一樣，曾親自走過這六十年的發展。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都有自己的感想，讓

我這個以個人為主的提綱，做為起點，或可使

我們大家都做一番回憶；也許其中會有些許感

慨，也許其中會有更多的反思。 

一九四九年，中國分裂成兩邊，從此各自

走各自的道路。分裂成兩邊後，每一邊都還多

少有著過去遺留的傳統。實際上，兩邊皆是由

一個崩潰破碎的基礎上，重建人文和社會科學

的研究。 

先從我比較最熟悉的臺灣情況來說。我想

先藉杜甫的兩句詩：「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未崩石」，來說明過去在大陸上曾經建立

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的傳統，到臺灣來等於斷

了線。一九四九年，在臺灣只有三分之二的史

語所，小規模的臺大和師院，而政治大學還未

復校。 

這幾個單位，可以說是當年以研究為專業

的園地，研究人員的總數，毛估不會過百。其

中，經濟學在政府的經濟計畫單位裡可以看見

幾個專家。法律學，只有臺大法學院少數幾位

老教授。社會學的研究人員，不會超過五、六

位。歷史學，史語所的工作人員，包括考古學

在內，也不會超過十餘人。臺大的文學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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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史語所的同仁合作建立起來的。經學、文學

研究，也只有史語所隊伍裡面的幾個人，以及

臺大、師院的幾個人。人類學，還留在臺大和

史語所之中，沒有獨立成所。我們這一代學

生，就是在這麼少數老先生的教育之下成長。

在座和我年齡相近的朋友們，大多是在這個地

方、在這些少數老師的辛苦教導之下，完成學

業，進而投入學術領域。 

六○年代開始有了轉變。派到外國去訪問

的年輕學者，以及從外國學成回來的留學生，

開始引進另一形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觀

念。譬如： 

歷史學，從中國的典章制度和政治歷史的

研究，逐漸轉變成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民族學

和人類學，漢人的社會開始為民族學家、人類

學家注意，於是它們不再只是研究少數民族的

一個科目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由於土地改革

和家庭計畫的需求，開始有若干田野調查。政

治、經濟、法律……為了政府政策的需求，開

始做若干調查，不過最重要的是將社會行為的

觀念引進了社會學科。 

六○年代中期，政府為了十大經濟建設，

不惜資金，力求訓練經濟學的人才，並在臺大

設立了經濟學博士班。臺大的文學院也在歷史

學科建立了博士班，為本地訓練人才的學程建

立了一定的規模。海外歸來的幾個前輩學者，

在中央研究院講學，將已經幾乎斷了線的語言

學，重新在臺灣建立起來。實際上，他們建立

的是新的語言學，和當年在大陸上專做方言調

查已經不一樣了，有語音轉換、語法句法、語

言結構等觀念，而且預伏了一條未來可以進行

做為語言普及研究工作的線索。 

在正式的研究單位之外，我同輩的幾個朋

友們在六○年代組織了「思與言」社，彼此交

換不同學科的觀念和心得。這是一個完全自發

性的民間組織，是促進臺灣科際交流和科際合

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一群不同學科意氣相投

的朋友們，互相切磋，使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

開始呈現跨科際的交叉和彼此相互影響。社會

經濟史的研究，毋寧是將社會學、經濟學、歷

史學結合在一起了。行為主義的經濟學和政治

學研究，也當然是將社會科學的觀念帶進了這

些本來各自為主的研究項目裡。在座好幾位同

仁應和我一樣，都還記得當年每隔幾個星期聚

會一次，聚會中大家熱烈討論，甚至爭論得臉

紅耳赤，但是彼此都是很愉快的分手，預約下

一次的見面聚會。青年時代，意氣風發，今天

回想，我還是覺得能和這麼一批朋友論學，真

是幸運之事。可惜這種多學科或科際之間的交

流和合作，現在似乎斷了線，不知將來還能不

能有恢復的可能。 

七○年代，有一批心理學和社會學為主的

同仁們，提出學術本土化的主張。這個「本

土」不是族群和地區的本土，而是從西方文

化、傳統文化發展的社會學科中引申出能應用

在華語文化環境的課題，將這些學科真正在中

國的研究上紮下本地的根源，不必再搬弄一些

外面的理論。我想，我們這一輩的朋友們，到

今天仍懷著同樣的志願，希望能夠真正建立起

一個超越西方文化範疇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的研

究方法，以及尋找超越任何文化區域的研究主

題。 

可是，事與願違，後來因為出國的留學生

越來越多，每一個人都帶回來自己的師門觀

念。各種宗派的思想，在海外的學校裡，其實

代表著不同發展階段的衝擊和互動，並不是真

正一條鞭的，但這些不同宗派的學生回到臺灣

來，卻變成平面的互相隔離而不是對話。所

以，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工作，反而

因為更多的人投入社會人文學界，結果竟然是

淹沒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之中。 

七○年代到八○年代，世界各地正經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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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改變。在美國，從六○年代開始寧靜的

文化革命，改變了價值觀念，也改變了思考的

角度。一切從樂觀、獨斷和積極，轉變成多

元、容忍和相對。同時，西歐的「歐馬」（歐

洲馬克斯主義）青年學者們，開始將史達林一

系列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斯、恩格斯的主張分

隔。歐洲馬克斯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同時也反

對集權的社會主義和剝削的資本主義。拉丁美

洲對於殖民者的反抗和指出東方主義弊病的薩

伊德東方主義，結合在一起，開始要求自主，

反對殖民主流、也反對西方文化的獨斷和霸

權。 

這幾個潮流的交纏，彌漫世界各地，臺灣

也不能免除於它的影響，產生了一定的衝擊。

於是，在臺灣也一樣激起了像針對婦女、少數

民族、弱勢族群……等新的文化研究。也就是

說，這個對西方正統文化的衝擊與再思考，同

樣也呈現於臺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界。例如，

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又擴大為文化史的研究，注

意到個人、小社區，也注意到個別的社群。更

重要的是，歷史注視的對象，不限於菁英，而更

多注意到庶民和弱勢群體，也注意到個人──因

為個人也是必須注意的主體。 

這時候，也正是臺灣政治開放的時候，新

的本土論出現了。這次的「本土」，針對中國

而非西方。他們一方面承受了上述文化結構和

反抗文化霸權的背景，另外一方面又摻入了在

地政治鬥爭的情緒。於是，在人文社會學科方

面，毋寧發生了斷裂，一方是中國，一方是臺

灣。這個分隔，比一九四九年的分隔還要來得

深刻和嚴重。上一階段的本土論者，是追尋超

越文化界線和藩籬的更高層統一，而這一次的

本土論者是要從大的文化圈，孤立為一個完全

屬於此刻此地的論述。可以說是要從共相、通

相，走向殊相。 

在這個環境之下，有另一個能量開始湧

現，那就是要在西方文化之外，尋找東方。這

個「東方」不是西方界定的東方，而是東方自

己尋找既定之東方。東亞的觀念，是十九世紀

日本開始提出。日本藉這個口號，發動侵略戰

爭，可是我們不能因人廢言，「東亞」這兩個

字還是有它的意義。這意義在戰爭已經結束兩

個世代之後的今天，確實可以平心靜氣的重新

尋找東亞的內容，也許這個東亞的特色，足以

和西方互相補足和互相融合，組成更高層次的

人類文化。臺大高研院願意在這方面努力，也

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之一。 

在討論臺灣一九四九年到今天的人文社會

科學發展之後，我願意引兩句楊萬里的詩來說

明：「危岸崩沙新改路，斷渠橫石自成橋。」

意即在一切斷裂之後，我們需要從敗壞的基礎

上找出自己的道路。 

再回頭看一九四九年分裂以後的另外一

邊，中國大陸。 

眾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中國是

在一個聲音、一個主義的約束之下，萬法齊

一。新政權要求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首先必

須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持馬列主義的革命觀

點，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

此前舊社會培養出來的讀書人被劃為資產階級

知識分子，被要求聽「黨的話」，向工、農、

兵學習，進行思想改造，轉變立場、觀點、方

法。繼一九五一年第一場思想改造運動中一些

知名知識分子、有成就的教授紛紛痛自貶損，

檢討自己的原罪、懺悔自己的過去之後，當局

趁熱打鐵，在一九五二年按蘇聯模式進行了高

等學校的院系調整，藉機廢除了政治學、社會

學等系科。理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打

碎舊國家機器，一切服務於舊國家機器的學科

必須掃除。新法律成為國家專政的工具，文學

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人民」服

務。歷史學和考古學的任務，則是設法證明社



 

 
4 

會演化的階段。於是，革命以人民為芻狗，種

種專斷，步步升級，到了文化革命，可謂登峰

造極。數十年來，中國的學術界，一片肅殺，

雲壓天低，大地冰封。人間春回，還需等到改

革開放之後。 

在這種情況之下，寒冬凍土下，卻已蘊藏

生機。我們居然還能看到很多值得欣喜的發

展。 

首先，考古學者能夠在大陸上迅速發展，

是因為要填補社會進化論的最初幾個階段。很

意外，或不意外，中國變成了考古學的大國。

中國今天的考古隊是世界最龐大的研究工作

群。而考古學家們的發現，真的重新改寫了中

國古代史，甚至於改寫了世界古代史。在資料

增加到一定數量時，資料的內在邏輯和意義即

自然呈現。於是，這麼多考古發現的文化，統

統一起湧現時，我們開始發現新的詮釋。蘇秉

琦先生將許多地方考古文化，以區系類型的觀

念，建立了一個中國多元共同發展的歷史面

貌。本來主要的任務是要解釋單線的文化演

變，卻演變為呈現文化與文化之間接觸、交換

和融合的擴大過程。中國的文化版圖原來是從

許多個別的文化，逐漸融合成一個龐大而共容

的個體。 

同樣的，歷史學的任務本來是要證明中國

社會演化的幾個階段，應當和官方的理論相符

合。大陸的歷史學有「五朵金花」：古代史分

期問題、歷代土地制度問題、封建社會農民戰

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

題。這些問題是為了界定奴隸社會、封建社

會、資本主義萌芽、民族關係、農民革命和人

物評價。但是，在這五朵金花的要求下，引起

大家辛苦的去發掘資料，找出了無數過去忽略

的資料，包括：各種公私檔案、隱藏的許多未

為人知的農民革命歷史史籍、少數民族的文化

內容、民間宗教分合與演化的過程等大批資

料。這些大批史料的出現，使歷史學者感激不

盡，因為這些多是所謂「正史、官史」之外、

沒人理睬而且幾乎快要被埋沒的材料，一下子

被翻了出來，讓歷史學者有很多材料可以做新

的研究。人民公社的公社運動時期，政府提倡

社史、廠史、村史。在政府號召之下，同樣

的，許多過去沒有人知道的材料被整合在一

起，其中有些內容固然史料品質有問題，但無

論如何這是過去沒有人管的工作，提供社會學

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甚至於經濟學家和

政治學家，許多可以深一步探討的材料。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地下發掘了許多先秦

和秦漢的竹簡木牘，例如雲夢、青川，一直到

郭店。這些材料大多是在中原之外的南方，它

們的內容和中原經典化的古代思想史既有相同

處，也有相當的差異處。這些新發現的總數

量，已經相當可觀，使我們有機會重新理解中

國在統一以前到統一初期的思想是如何形成

的。學者們有了這些材料，甚至對於詮釋正統

經典都有極大的幫助。至於是不是能真正重建

南方學術思想體系，恐怕還是有不夠之處。 

改革開放以後，儘管當局仍然不放鬆防範

思想自由化，但形勢跟過去定於一尊的局面很

不相同。中國的人文社會學科發展一步步走向

多姿多采，一些曾被廢黜的學科次第恢復，一

些原屬禁區的新課題，由思想界討論異化開其

端，而後繼之以市場經濟、三農問題等，應運

而生。我以這二十多年來的情況，舉些例子： 

在經濟學發展方面，為了要說明中國的社

會主義發展為一獨特的形態，為了建立中國社

會主義，學者們必須不把西方資本主義當作通

例，而當作特例。有些學者必須要研究為什麼

西方的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生。這個努力等

於是把本來社會發展階段的單一線索，切成幾

條線索了。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對經濟發展的

宏觀調控，採取了許多經濟以外的手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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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注意到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甚至於在經

濟的範疇內必須要注意到貨幣以外的資源：土

地、勞力、國內市場……等等。這種以經濟手段

以外的宏觀調控，毋寧是另一種方式的行為主

義者。所以中國在這一次經濟大崩壞、大恐慌

期間，和紐約、倫敦的所作所為完全不一樣。 

單位企業的出現和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

很特殊的現象。這種發展是地方和社區可以在

槓桿的一端，和另一端的中央與政權（政治權

力）互動。這給了社會學和人類學許多活動空

間，使我們看見許多新的社區調查。這些新的

社區調查，一開始可能是為了實用而做的調

查，但是發展到最後等於另外一種田野調查工

作，幾乎重新銜接了當年費孝通和楊慶堃等前

輩所留下的未完成的社會學。 

另舉歷史學之例。北大和社科院的一群中

古史專家們集體探討唐宋之間是銜接或是斷裂

的課題。這本來是對日本「內藤理論」的測

試，但後果卻也是對中古晚期的轉換有了一定

的深入研究，而不只是敘述和褒貶。也就是

說，這種課題趨向研究是中國歷史學界常見

的，即使承受西方學術界以科技取向為主的研

究方法，也是能從實際材料上慢慢延伸出新的

一些角度。 

南京大學的歷史學同仁，對檔案的處理是

延接了過去史語所、中大、金大的傳統。有一

很突出的例子：一本研究毛澤東興起、獲得政

治權力的書，幾乎完全用已經公開的官方資料

一步步陳述毛澤東這個紅太陽是如何升起。更

往南方，廣州的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本來都

有人類學的傳統，它們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

共同合作，也和歐美來中國研究的學者配合，

正在努力建立地方史料、地方史研究的方法

學，對某個地區，譬如泉州或是浦田地區做多

方 面 的 研 討 ， 整 合 經 濟 、 外 貿 、 宗 教 、 宗

族……等等，以求整體呈現於地方發展的全貌

和過程。 

人文社會學科，大陸的研究一樣也接受了

西方後現代詮釋的文化研究，例如，婦女研

究、少數民族研究等等，都有學者投入，在各

個方面發掘新的問題、新的材料，做新的闡

釋。南大的一個研究隊伍，致力從馬克思的原

典，糾正過去的誤解，尋找其原來的理論，也

設法建構能和中國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容的社會

主義理論。從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來看，似乎

又印證了前述楊萬里詩句的隱喻，「斷渠橫石

自成橋」，在幾乎崩潰的基礎上，走出了自己

的道路。 

如今，兩岸學術界的合作，正一步步展

開。以我所熟悉的課題來說，北大、社科院的

同仁和臺灣的同仁，曾經訪查許多地方的碑

刻，蒐集了許多民間的史料，從這些史料可以

重現做為小型生活共同體的地方社會是如何處

理自己的問題。這種微觀地方史的工作，正好

補足那種把中國做為一個大棋盤，大一統式的

研究，成為另一可發展的大空間。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也走向邊疆、內

陸，不僅對少數民族和內陸地方有更多認識，

而且從他們工作之中也找到了許多中國漢文化

和非漢文化之間的互動。兩岸的語言學家和考

古學家合作，正進行新的探討，例如南島語言

的研究。他們從語言學找到一些線索，和考古

學家找到的線索可以互相印證。如果這條線繼

續走下去，南島語言族群的發展將不僅是海洋

的故事，而是從大陸走向海洋的故事。東亞的

大陸和東亞以外的海洋是一個大的整體，這個

整體從北往南貫穿在一起之後，世界這半邊的

歷史必須要重新撰寫，而世界人類活動的總面

貌也會有全新的瞭解。 

臺大、南大兩個學校的高研院，在這些課

題上必定有很多學術同步進行的機會和需要。

我可以想到的，除了「東亞」這個觀念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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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釐清外，還有民族和文化認同的問題，更

進一步還有人類和環境相處的問題。讓我們一

步步走下去，我想，在兩岸真正合作無間的情

況下，兩岸的人文社會科學隊伍將會一天天的

壯大。今天，在科技掛帥的局面下，人文社會

科學往往被當成弱者，但如果我們能真正拿出

工作的成果，別人就不能把人文社學科學當成

可以忽略的學科。謝謝各位。 


